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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所面临的直接风险

逐渐向潜在的不确定性转变。研究发现，发展环境、发展主体和发展方式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同时增长，共同

推动着不确定性成为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的整体性特征。这对当前的中国社会治理实践产生冲击，使其遭遇价

值、行动、方法和结果等层面的多重困境。对此，需要在树立不确定性思维的基础上，从主体赋能、机制创新、制

度创设等维度入手，推动“韧性治理”方式的建构，以此走出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治理的困境，提升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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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正如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所强调的“发展环境面临深

刻变化，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

显增加”。以“不确定性”取代“风险”，有利于更加

全面地理解新发展阶段的中国社会。尤其是新冠

疫情的反复暴发推动着“不确定性”议题的兴起，

不确定性的应对成为当下迫切的现实诉求。实际

上，不确定性与风险高度关联却又不尽相同，不确

定性是风险的本质和首要特征[1]，风险则是不确定

性的一种具体表征[2]。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不确

定性在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中更是被赋予多重意涵：

一是在本体论层面指代事物发展变化的可能性，

与变动性（variability）、不稳定性（instability）的概

念较为接近[3]，是所有事物都具备的客观属性和存

在状态，只存在程度区分而不带有价值判断。二

是在认识论层面指代人们基于自身经验以及各种

条件对事物发展状态所做出的一种判断，是对事

物未知或未完全知晓的状态，根源于人类知识水

平和认知能力的有限性。认识论层面的不确定性

建构在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之上，也因此被赋予人

所固有的价值判断，产生了正向发展与负向发展

的方向分化。三是在方法论层面指代一种新的思

维方式与研究范式，强调研究立场与研究对象的

双重不确定性，主张“动中取动”“在不确定性中

认识和把握不确定性”[4]。不难看出，不确定性中

发展的“风险”与“机遇”并存，风险可看作是不确

定性所暗含的负向发展可能性的具象化，体现着

对不确定性指向化、客观化的概率判断和“确定

性”表达，是一种可量度的不确定性。

现代社会发展不确定性的增长同时体现在时

间维度与空间维度，在伴随现代化进程增长的同

时，也在人类的生存空间中蔓延。打破“时间”与

“空间”的二元对立，在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境中将

对“不确定性”议题的历时性分析和共时性分析相

结合，成为我们理解和应对不确定性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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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社会学与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特征具

有同源性，都植根于现代化转型，因此社会学更加

擅长于从现代化与现代性的角度对“不确定性”议

题展开历时性分析[4]，提供不确定性产生机制的学

理解释。而地理学作为以空间分析为基础的学科，

则更加擅长对“不确定性”议题的共时性分析，在

对不确定性空间分布特征的判断与测量上有着显

著优势[5]。此外，地理学作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

的交叉学科，也成为少数能够同时对自然世界 [6]

与社会世界[7] 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展开深入研究的

学科。面对社会发展不确定性的全面增长，既需

要在现代化历程中把握其产生机制，也需要把握

其空间分布，推动地理学与社会学就“不确定性”

议题展开对话迫在眉睫。尤其是近年来地理背景

不确定性问题（uncertain geographic context prob-
lem, UGCoP）的提出[8]，在从地理空间变量角度分

析个体行为及其差异性的同时[9]，认为这种地理背

景的不确定性不仅体现在空间维度，还体现在时

间维度[8]，这为经验研究层面历时性分析与共时性

分析的结合提供了思路[10,11]。此外，社会学和地理

学的研究都具有较强的综合性、整体性研究特征，

且都突出对研究对象展开科学取向的分析，这也

为两个学科甚至更多学科相互借鉴开展“不确定

性”议题的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

社会治理为此提供了实践平台。从可行性看，

社会治理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将成为新发

展阶段应对不确定性的重要机制[9]，同时也是地理

学和社会学共同关注的理论议题与实践领域。社

会治理的实践取向有利于在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境

中推进两大学科知识体系的整合。从必要性看，社

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同样对社会治理实践造成冲击，

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目标、治理机制等要素

都需要进行相应变革。面向不确定性，推动新发展

阶段中国社会治理的转型，是社会学、地理学乃至

更多学科的共同使命。基于此，本研究将沿袭这种

历时性分析和共时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思路以及

社会治理的实践导向，从现代化的历时性视角出

发，在刻画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不确定性特征整

体图景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中国社会治理的实践

困境，并对其应对之策进行尝试性探讨。希望能够

通过社会治理的实践平台，在“不确定性”议题上

与地理学以及其他学科展开对话，共同助力社会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新发展阶段中

国社会建设和治理体制的日趋完善。 

1    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的不确定性
特征

不确定性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便长期存在，

其大规模增长却是新近之事。现代化进程打破了

传统社会的“确定性”结构，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

从中释放，而新冠疫情的爆发与全球反复，则让不

确定性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登场，同时体现在发

展环境、发展主体以及发展方式等诸多面向上。 

1.1    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

工业社会时期，发展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因素

主要以社会风险的形式呈现，随着信息社会的到

来，直接风险开始向潜在的不确定性转变，具体体

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自然环境的不确定性。人类对

自然界的掌控力度随着工业化进程而提高，自然

界中的不确定性因素虽然始终无法消弭却也得到

有效控制；但在工业社会所形成的“科学化的文明”

中，人们所依据的格言是“凡有存疑，进步优先”，

发展的“潜在副作用”被掩盖在生产力的繁荣之下，

甚至被当作与此存在关联的正当化模式[12]。人化

（自然）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因素迅速攀升，“很多危

害在今天也成为事实—森林破坏、水体污染以及

新型疾病……”[12]。二是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性。尼

古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强调“沟通” [13] 与

“信任”[14] 是社会系统应对不确定性的具体方式。

但陌生人社会的到来使得个体习惯于通过类型化

的方式整体地理解外部世界，行动者对世界的想

象与客观事实之间所存在的或然率，使得“主体间

的理解之难”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事实[15]。陌生人

之间由于缺乏关于彼此态度、价值观和特征的信

息，而不具备建立信任的基础，熟人信任的衰弱是

现代陌生人社会的必然结果[14]。但新型系统信任

尚未健全，这在降低人们不确定性应对能力的同

时，也引发了新的不确定性因素。三是网络环境的

不确定性。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是中国社会当下

最显著的变革之一，网络世界成为社会发展的重

要平台和空间场域，这在为中国社会发展注入巨

大活力的同时，网络世界基于其匿名性、流动性和

脱域性特征而具有的高度不确定性也开始向整个

社会世界传递和蔓延，甚至直接推动着不确定性

成为新阶段社会发展的本质特征[16]。 

1.2    发展主体的不确定性

社会转型的快速推进塑造着现代人的生存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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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当今作为发展主体的“人”的不确定性程度相

较于以往历史时期都要高，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个体认知的不确定性。中国社会发展的日新

月异、流动性的增强以及信息传递的脱域，在冲击

传统意义体系的同时，也致使新的意义体系不断

产生，不同意义体系间的碰撞不断加剧。这些变化

共同导致了传统社会相对稳定的意义体系的瓦解，

正如彼得·伯格所言，现代性必然导致宗教等相对

稳定的意义体系的消退[17]，“相对性意识成了覆盖

面宽广的事实[18]……不确定性主宰了现代人的意

识，真理被观点、舆论、怀疑、偏好和时尚所取代[19]” 。
个体认知的不确定性程度迅速提升，在促进个体

意识觉醒、认知能力提升的同时，也导致自我认知

危机频发，深刻影响着新发展阶段的社会心态和

群体认同[20]。二是心理情感的不确定性。个体化

社会的到来使“人”从确定性的范畴中解放而出[21]，

主体能动性得到宣扬，为个体发展注入了强劲动

力。但技术治理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治理领域改

革和政策实践的主导逻辑，基本特征是强调风险

控制、事本主义原则以及工具主义地动员社会[22]。

这种治理模式对“制度−技术”维度的过度强调难

以避免地压制着民众各种心理情感因素的正常释

放[23]。三是日常行为的不确定性。个体认知与心

理情感不确定性的增长，赋予了社会民众更多创

造力，却也导致个体异常行为甚至是极端行为日

益频发[4]。同时，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个

体行为的影响范围和影响力不断扩大，不确定性

行为在发展过程中的“双重后果”日益凸显。四是

社会关系的不确定性。随着个体化社会和流动社

会的到来，血/亲缘、地缘关系正在从稳定走向松散[24]，

业缘关系受到数字经济繁荣、非正式就业兴起等

因素的影响更是充满不确定性。线上交往方式的

兴起也重塑着传统的社会关系联结方式与存在形

式，社会关系在实现脱域的同时变得愈发不确定，

难以继续为个体提供确定性的社会基础和可持久

的人际交往，不过这也在拓展社会交往空间的同

时，使及时沟通成为可能。 

1.3    发展方式的不确定性

新发展阶段的不确定性同样源自现代社会的

发展方式本身，人们越来越难以驾驭“现代性的猛

兽”[25]。发展方式的不确定性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人类知识与科学技术本身具有不确定性 [26]。

现代社会各种新知识、新技术、新现象不断产生，

传统的真理被不断颠覆，知识的确定性被打破，在

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所有的科学知识乃

至人的生存状态都建立在流沙之上[27]。不确定性

成为任何知识都具备的重要属性，既包括主观上

认知者个体对知识的不信任、不确定程度；也包括

客观上知识本身的不确定性，这与环境的复杂性

和未知条件相关。科学知识的快速更新推动着社

会发展，人们却又囿于自身认知和实践能力的有

限性而时常难以熟稔运用处于不确定状态的科学

知识[28]。二是理性化发展方式的不确定性后果日

渐显现。启蒙运动后，理性精神取代了虚幻的上帝

主宰着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理性化为现代社

会提供了发展方向和前进动力[29]。但理性化所强

调的是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意义上的工具理

性，其核心是通过缜密的逻辑思维和精细的科学

计算来实现效率或效用的最大化[30]，这种计算不

仅所依赖的规则是从历史中所获得的确定性经验，

其计算要素也是基于对未来的确定性假设，即假

设了特定的行动情境条件。但现代性的断裂正在

发生，“传统”日渐失效而“未来”也愈发不可触摸[25]，

日益不确定的社会现实冲击着理性化所假设的确

定性立场，“理性循环”所维持的“虚假确定”被打

破，理性化的非理性和不确定性后果浮出水面。三

是生产生活方式也愈发具有不确定性。不同于传

统社会大多数成员一眼便可望到头的“直线人生”，

现代社会的个体化、液态化和信息化趋势在推动

发展环境中不确定因素增长的同时，也打破了传

统社会相对确定的生产生活模式。近年来快速普

及的信息网络技术更是重塑着现代人的生产生活

方式，使其呈现出明显的“脱域（disembedding）”特
征。个体在生产生活方式的选择上享有前所未有

的自由，不仅自我的人生际遇充满了更多可能，也

共同塑造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形态。

除上述表征外，不确定性在新发展阶段的现

实情境中还呈现出以下演化趋势：一是不确定性

的内在化趋势。传统风险主要存在于外部发展环

境之中，不确定性则开始向人类自身转移，建构在

“人”及其行为之上的社会世界成为不确定性的主

要来源。二是不确定性的全面化趋势。发展环境、

发展主体和发展方式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相互

交织，共同推动着新发展阶段不确定性因素的全

面增长。总之，“不确定性”正在成为新发展阶段

中国社会的宏观叙事和整体特征，同时又真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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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着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与走向。可以

说，当下的中国社会发展正在从所谓的“风险社会”

朝着“不确定性社会”（uncertain society）转变，我

们既面临着传统风险与新型风险相互渗透的复杂

情境，也将迎来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更具能动性

的发展主体和更加灵活的发展方式。 

2    不确定性情境下中国社会治理的

多重困境

社会秩序作为约束人类行为的重要方式，自

奥古斯特·孔德创设社会学之初便与确定性密切相

连[31]，社会治理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形式，也

成为应对不确定性的重要机制。技术治理转型时

期，面对发展环境中激增的社会风险，政府试图通

过建立在国家权力基础上的刚性制度实现社会发

展能力的全面整合，以有效控制社会风险和实现

社会稳定发展。伴随着不确定性因素的全面增长，

“社会秩序诉求−不确定性变化”的张力日益激化，

“刚性治理”模式难以维持常态整合，社会治理实

践面临多重困境。 

2.1    价值困境：风险思维仍然主导着治理实践

工业革命在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触发了

“风险开关”，“现代性从经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获

得解放，并缔造了一种新的形态，也就是‘风险社

会’”[12]。风险社会中，各种区域性乃至全球性风险

接踵而至，风险防控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确

定性的寻求在风险防控中实现。虽然二战后，全球

社会步入秩序重建阶段，部分直接风险得到有效

控制，但风险社会的阴霾久聚不散，各种新型风险

也在不断滋生，“风险思维”仍然主导着社会发展

领域中绝大多数理论家和实践者的价值取向与行

为方式。社会治理作为风险社会的重要建制，同样

带有强烈的“风险防控”取向，在社会发展过程中

主要承担补偿性功能，即侧重于对发展环境中风

险因素及其破坏性后果的防控。风险防控型治理

模式的价值追求在于通过制度刚性维持社会整合，

以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

但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发生了重

大转变，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根源于“风险

社会”和经济转型时期的风险治理模式难以满足

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诉求。一方面不确定

性正在取代风险成为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的主要

对象，不确定性较之风险不仅内蕴着社会发展的

活力因子，也更加随机化和内在化、全面化。外部

防控取向的风险治理模式虽然仍维持着社会稳定

和整合，却愈发难以应对人类内部自生的不确定

性，对社会风险的过度强调也致使其时常忽略、错

失甚至压抑不确定性中与风险相伴而来的发展机

遇。另一方面，新发展阶段更加强调中国社会的协

同发展以及“人”的发展，社会治理在新发展格局

中将处于更具主体性的角色定位并承担着重要的

发展性职能。但在风险思维主导下，尤其是在中国

纵向的“层级治理”体系中，行政压力逐级下沉，地

方政府存在着对上级政策的僵化、过度执行[32]，而

难以在“社会发展”与“风险防控”之间保持弹性平

衡，致使风险防控中“一刀切式”的治理手段时常

上演，严重压制了发展主体的能动性和社会活力。 

2.2    行动困境：不确定性的应对具有天然难度

随着不确定性社会的到来，不确定性的应对

成为社会治理的时代使命。但西方风险社会学领

域普遍认为风险是可治理的，而不确定性是不可

治理的[28]。虽然“不确定性不可治理论”的观点在

当下看来似乎带有着绝对化的倾向，不过必须承

认的是，不确定性的应对具有“天然难度”，这也进

一步限制着现阶段社会治理实践的展开。

应对不确定性的天然难度首先根源于其自身

属性所导致的具象化和操作化困境。不确定性作

为事物发展的可能性，不仅这一概念本身较之风

险更加抽象，在现实世界中更是处于“明暗交替”

的不稳定状态，潜隐于社会发展过程之中，却又有

着随时演化成为风险或机遇的可能，2020 年席卷

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便是其直接证明[33]。新发展

阶段的不确定性因素在全面增长的同时，还与流

动性、个体化、内在化趋势并存[4]，使得作为治理对

象的不确定性更加变化莫测和难以捕捉。如何运

用技术、程序以及设备将抽象的不确定性转化为

可预期的行动并加以操作化，使之成为具体的治

理对象，是应对不确定性的首要问题和行动基础。

此外，现阶段的社会治理实践面临“双重不确定性”

困境，外部的可预测风险（calculable external risks）
正在向内部自生的不确定性（self-generated uncer-
tainties）转变[34]。这对社会治理而言，具有双重意

涵：一是不确定性不仅作为治理对象而存在，同样

存在于治理主体之中，在对不确定性展开治理的

同时，治理主体的不确定性使得治理过程更加复

杂多变。二是治理主体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使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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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成为重要的治理对象。不仅需要对“人”所带有

的风险加以防范，同样需打造能够充分调动和发

挥“人”的能动性的治理机制，这使得不确定性的

治理难度进一步提高。简言之，不确定性社会的到

来，治理对象与治理主体的不确定性同时存在并

相互转换，现阶段的中国社会治理实践实际上处

于“双重不确定性”之中，使得治理主体在治理实

践中身陷“行动困境”。 

2.3    方法困境：传统的治理机制难以正常生效

传统的风险思维仍主导着当前的中国社会治

理模式，但不确定性的全面增长并不会因此停下

脚步。不确定性不是对现代社会特征的“唯名式”

概括，而是真实作用于社会发展过程之中，成为不

可忽视的治理对象。就作为治理对象的不确定性

而言，其中发展的风险与机遇并存，同时呈现出内

在化特征。因此，现阶段的社会治理不再是单向度

地考虑风险防控问题，而是要在防控风险的同时

抓住发展机遇；其治理对象也不仅是外界环境中

的不确定性，同样包括“人”内部自生的不确定性，

这比单纯的风险治理更加复杂也更加困难。

不确定性已然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对象，但

相应的治理机制却尚未建立健全，现阶段的社会

治理实践遭遇方法困境：一方面，传统的风险治理

机制遭受不确定性发展的冲击，无法有效应对不

确定性社会中的新型风险。风险在不确定性社会

仍将长期存在，但其存在形态将演变为一种新型

的不确定性风险。这给常态化的风险治理带来了

一种特殊的“情境挑战”（contextual challenge）：一
是风险的突发性导致以往的治理预案很难有效地

发挥作用；二是风险持续发展的各种不确定性会

进一步增加社会治理和防控的风险；三是风险防

控的紧迫性要求快速提高风险治理的时效性，避

免因拖延而带来的更多风险；四是风险演变的复

杂性给风险治理和综合防控带来了许多更严峻的

挑战；五是风险后果的危害性增加了风险治理的

成本和负担，加重了社会的脆弱性。另一方面，不

确定性的治理机制更是严重缺乏。霎时间席卷全

球的新冠疫情引发了理论家和实践者们对不确定

性议题的高度关注，开始普遍意识到应对不确定

性的必要性[4]，但不确定性的实践应对及其治理机

制建构则需要一个相对漫长和艰难的探索过程。

尤其是新冠疫情背后不确定性因素的涌现具有突

发性，留给人们的反应时间和操作空间极为有限。

不确定性社会已经来临，不确定性的应对迫在眉

睫但其具体机制却尚未建成。目前只能是以“老

一套”来勉强应对社会发展的新变化，其后果是治

理成本大幅上升，治理效果却难以得到保证。这一

弊端在当下新冠疫情这块“试金石”下暴露无遗，

全球社会为防控新冠疫情付出了巨大治理成本，

但疫情不断反复，发展机遇难以寻觅。 

2.4    结果困境：社会治理的不确定性后果频发

理性化、强调理智，特别是“世界的祛魅”，是

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35]。理性作为应对不确

定性的重要武器[36]，祛魅的理性化过程也可看作

不断消除不确定性进而寻求确定性的过程。但现

代社会的悖论在于对理性的追求反而导致了非理

性后果的产生[35]，社会治理作为理性化和寻求确

定性的重要方式，却正在引发大量不确定性后果。

现阶段的社会治理实践仍然固守确定性的寻

求，但面对社会发展不确定性的全面增长，尤其是

治理主体不确定性以及制度非预期后果的持续增

长，传统的刚性治理只能抓住“制度的稻草”，将其

掩盖在制度所建构起的“安全区”之下。事实却是，

治理实践中暂时无法解决的不确定性因素不断产

生并累积，“二次风险”随时可能发生。寻求确定

性的治理机制反而导致不确定性的再生产，对现

阶段的社会治理实践产生剧烈冲击：一是阻碍着

治理目标与效果的达成。现阶段的中国社会治理

模式习惯采取自上而下的分级运作机制，各级政

府部门有着相对确定的角色分工，治理目标和效

果的达成有赖于不同层级、不同部门行动者之间

的有序协作[32]。社会治理所导致的非预期不确定

性后果对确定性的治理过程产生冲击，影响着各

主体间有序协作的维持，极易导致治理实践偏离

治理目标。二是限制着新的治理实践的展开。社

会治理的不确定性后果同样将成为新的社会事实，

使社会治理所面临的社会现实更加复杂多变，不

仅会导致政策滞后等现象频繁发生，也会增加新

的治理实践的开展难度。如何应对层出不穷的不

确定性，是对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的重大考验。三是导致社会治理的确定性

基础日益丧失。社会治理不确定性后果的频发不

仅意味着通过制度刚性维持强制整合进而寻求确

定性的方式在不确定性社会已不再可行，同样昭

示着传统社会治理模式的确定性基础正在不断丧

失，中国社会治理面临本体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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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面向不确定性：韧性治理方式的实
践建构

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治理实践所面临的现实

困境，与技术治理转型时期刚性治理（rigid gov-
ernance）模式对制度确定性的过度强调密切相关。

但“韧性正在成为全球治理中广泛使用的习惯表

达”[37]，从最初工程领域的材料韧性，逐渐向心理

韧性、生态韧性和社会韧性演变 [38]。当前亟需将

“社会−生态”韧性视角引入治理领域[39]，去应对社

会发展中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40]。韧性

治理（resilience governance）作为刚性治理的相对

概念，便是基于这种“社会−生态”韧性视角而提出，

指代一种更具弹性的治理方式，强调治理的灵活

性、适应性、功能连续性以及治理的赋权与预防功

能[41]。不同于刚性治理对制度确定性的过度倚重，

韧性治理更加强调制度手段与治理主体的弹性联

结，通过治理韧性调和“社会秩序诉求−不确定性

变化”张力，在防范“二次风险”的同时，避免刚性

治理模式中，政策执行中控制权的碎片化以及自

下而上社会压力不足等问题[22] 的发生。正因如此，

韧性治理方式更加适应不确定性社会的发展需要，

为新发展阶段的中国社会治理转型提供了重要思

路。新发展阶段韧性治理方式的建构，应当面向不

确定性，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制

度等方面共同做出努力（图 1）。
 
 

确定性
诉求

不确定性
发展

治理
主体

治理
机制

治理
理念

治理
制度

图 1    韧性治理方式的建构

Fig.1    Construction of resilience governance
  
3.1    培养不确定性思维，树立韧性治理理念

新发展阶段所追求的不再是单一的发展速度

和以制度刚性为基础的社会整合，而是在不确定

性的应对中实现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社会发展

和“人”的发展。新发展阶段的社会治理转型必须

立足于新发展阶段的现实基础和整体目标，重新

理解自身在新发展格局中的角色定位，迫切需要

推动传统的风险思维向不确定性思维转变，树立

新型的韧性治理理念，并以此为价值引领，再塑社

会治理功能，提高治理效能。新发展阶段韧性治理

理念的树立需要把握以下关键：一是在不确定性

发展中重新认识制度确定性。当不确定性成为社

会发展的新常态，那么对确定性的追求，则成为一

种需要克服的天性。在治理范畴中，制度是确定性

的直观体现，也是寻求确定性的重要方式，首先需

要打破的是组织场域中的“制度神话”，修正我们

对制度确定性的理解认知与应用方式，通过对制

度的韧性运用，在变动发展的不确定性情境中实

现社会整合和发展。二是强化社会治理的预防性、

发展性功能。韧性治理方式应当树立“抵御社会

风险，激发社会活力”的行动取向和实践样态，要

在适应性调整补救性功能的同时，积极培育预防

性和发展性功能，不仅要对已发生风险加以防控，

同样要对不确定性中的潜在风险和发展机遇予以

应对。三是重视人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性地位，实

现“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统一。“人”正处于新

阶段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转型的中心位置，

在治理实践中需要将“人”的不确定性考量在内，

通过增强治理韧性化解发展主体的内在风险，并

发挥人的能动作用，推动社会治理和社会发展过

程回归“人之本真”。 

3.2    加强主体赋能，奠定韧性治理的行动基础

不同于刚性治理的“按部就班”，韧性治理所

强调的动态性建立在治理主体行动能力之上，因

此要从个体、群体和组织层面共同入手，增强治理

主体的行动能力，让人民群众回归社会治理实践

中的主体性地位，推动原来单纯的政府负责，向

“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转变，推动有限的“一核多

方”的共治主体，向更具凝聚力和包容性的“小政

府、强政府、大社会”的治理共同体转变[42]。首先需

要靶向人之本身，加强个体赋能，提高发展主体在

“被围困的不确定性”当中生存的各类技巧[21]。尤

为重要的是，个体的心理情感因素正在成为现代

社会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9]，也将成为新发展阶段

社会治理转型的重要面向[43]。新发展阶段的个体

赋能要对心理情感维度予以关注，通过心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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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发展主体的心理韧性和抗逆力，进而提高发

展主体的不确定性应对能力和治理参与能力。但

流动时代，应对不确定性的根本困境在于“社会系

统矛盾的个人传记式解决”[44]。社会治理的主体虽

然越来越多元，但主体间的联结和互动性却在不

断削弱，各种社会排斥和集体自私现象普遍发生，

治理效能严重受限。在充斥着社会风险和不确定

性的现代社会中，各种形式的共同体建设对个体

而言反而显得更加弥足珍贵，是实现主体联结和

增强个体安全感的重要方式。例如，积极参与构建

“社区共同体” “职业共同体”和“社群共同体”等

外在取向的实体性共同体，以及“情感共同体”

“文化共同体” “想象的共同体”等带有内在取向

的价值性共同体就是主体赋能的重要方式[45]。新

发展阶段韧性治理方式的建构要在加强个体赋能

的同时打造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社会治理格局，通

过共同体建设增强发展主体间的群体韧性，提高

集体行动能力，以此奠定韧性治理的行动基础。 

3.3    创新治理机制，打造“模块化”治理方式

伴随着不确定性的“跨边界”甚至是“去边界”

生长，应对不确定性的社会需求日益增长，对社会

治理提出了系统性、科学性、动态性等方面的新要

求[46]。对此，韧性治理需要超越刚性治理时期部门

化的管理思维和风险治理的局限性，以应急管理

系统为依托或借鉴，成立系统性的发展协调中心，

形成“模块化”的治理方式。简言之，“模块化”的

治理方式不是将问题拆分为若干独立个体逐一解

决，而是在保持问题整体性的同时着手处理各部

分，这能够将刚性治理模式所切割成的“碎片化”

任务重新整合为具有韧性的治理有机体，以此避

免“一刀切式”的治理手段，动态识别和灵活应对

发展的“风险”与“机遇”。“模块化”治理方式基于

对不确定性系统性的认识、把握与响应能力，这则

需要直面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建立健全不确定

性应对机制。“不确定性思维”可以为此提供方向

指引：一是遵循主体导向，健全主体行动机制。

“人”仍始终是承受和应对不确定性的行动主体，

需要建立健全主体行动机制，为治理主体提供应

对不确定性的行动指南和具体参照。二是遵循关

系导向，打造网络响应机制。事物的不确定性总是

处于相互联系之中，在关系网络中所处的相对位

置是可以确定的，需要打造一套网络响应机制，通

过事物之间的相关性把握不确定性的相对位置。

三是遵循结果导向，构建分析预测机制。事物当前

的存在状态是相对稳定的，它连接着过去与未来，

需要通过分析预测机制的构建，从事物当前的存

在状态出发，挖掘其背后已发生的变化历程，并以

此为线索探求事物发展的未来走向[4]。还需注意

的是，信息网络技术既是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也

提供了模块化治理的技术基础。新发展阶段韧性

治理方式的建构，需要结合变动的社会发展事实，

善用各类新型治理工具，不断创新自身治理形式。 

3.4    加强制度创设，推动治理形态的深层变革

韧性治理方式的建构不仅要对发展主体和发

展环境的不确定性予以回应，也需要认识到社会

治理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发展方式其自身所具有

的不确定性。只有承认这个基本事实，并且深入剖

析其存在和发生的内在机理，建立以不确定性为

基础的新型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16]，才能有效应

对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制度规范作

为社会治理的内核，新发展阶段韧性治理方式最

为深层的建构路径是要通过制度创设增强治理韧

性，进而推动治理形态的深层变革。一方面要从制

度对象层面入手，提高制度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兼

容性。那种具有确定性的、一成不变的年代已经一

去不复返了，面对层出不穷的不确定性我们又无

法逃避。因此，新发展阶段的制度创设应当以一种

更具韧性和包容性的观点看待、接纳并积极应对

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要从制度设置层

面入手，增强制度本身的韧性。制度与人的能动性

之间并非完全不兼容[47]，“人”既是制度规范的客

体，也是制度规范的建构者、执行者和更新者，在

制度执行、反馈、创新环节中发挥着重要的主体性

作用。韧性治理制度的创设不仅要将治理对象层

面的不确定性考量在内，同样需要创新制度设置，

在制度框架内为治理主体能动性的发挥保留韧性

空间，要在减缓制度压力的同时，建立健全更具灵

活性和及时性的制度反馈和调节机制，以使社会

治理实践能够在应对不确定性的过程中实现动态

调整。新发展阶段我们必须通过制度创设增强治

理韧性，以此调和社会治理所内含的“社会秩序诉

求−不确定性变化”张力，努力化解社会治理自身

的不确定性及其后果，或者学会与之共处。

本文试图在“确定性−不确定性”的张力中，对

“韧性治理”加以讨论。实际上，刚性治理与韧性

治理之间并非简单的二元划分，刚性治理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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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间、韧性治理与不确定性之间也并非简单对

应。纯粹的刚性治理和韧性治理都具有韦伯式的

“理想类型”色彩，是社会治理实践谱系的两个端

点，分表代表我们对制度确定性的依赖和对人之

能动性的倚重。真实世界中社会治理实践只会游

走在两个端点之间，其中的韧性空间无法消泯，对

制度刚性的运用和确定性的追求也始终存在。现

阶段对韧性治理方式的强调，所指向的是打破对

制度刚性的迷恋以及呼唤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

复归，以应对社会发展中与日俱增的不确定性。 

4    总结与讨论

本文旨在从不确定性视角出发，探究新发展

阶段的社会治理转型困境及其应对问题，主要结

论如下：① 不确定性成为现代社会的宏观叙事

和一种整体特征，并真实地影响着全球社会的发

展过程与走向，“风险社会”正在向“不确定性社会”

转变。② 社会发展不确定性全面增长的同时，传

统风险防控取向的刚性治理模式日益难以为继，

在价值、行动、方法和结果等维度面临多重困境，

必须树立“不确定性”思维，实现从“风险治理”到

“不确定性应对”的转变。③ 新发展阶段，亟需

面向不确定性推动中国社会治理体制转型，韧性

治理方式的建构则为此提供了实践方向。

具体而言，韧性治理所追求的不再是确定的、

统一的治理模式，而是旨在调和主体能动性与制

度刚性之间的张力，这也恰恰使得韧性治理方式

处于持续的更新和建构之中，能够在不确定性情

境中实现动态的功能优化与结构调整[46]。我们应

对不确定性发展的目的并非要预测和规划某个事

件或行动是否如期发生，韧性治理所追求的不再

是“确定性的结果”，而是旨在为发展主体提供将

行为调整到符合自身发展轨道上来的行动指南[48]。

这使得韧性治理在不确定性的应对上具有天然优

势，但其实践模式的建构仍有待深入，如何从“刚

性治理”向“韧性治理”模式转变，正是新发展阶段

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关键。此外，本文还具有如下

理论意义：

一是为社会学和地理学以及更多学科之间，

就“不确定性”议题跨学科对话的开展提供了思路

和借鉴。不确定性的学术谱系中仍存在着巨大的

理论张力。不确定性对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全

方位的，关涉整个科学知识体系。但现有的知识体

系习惯于通过各种学科边界的建构来划定各自的

学科领域，将人类世界切割成一块块独立的研究

领域，在推动各类“专家知识系统”日益精深的同

时，也造成了科学知识体系的碎片化和微观化。不

同学科在不确定性的探究上各有优势，却难以达

成对不确定性的整合分析和有效应对。对此，本研

究旨在将不确定性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

畴提出，在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境中探究其本体属

性。这为“不确定性”研究中社会学擅长的历时性

分析和地理学擅长的共时性分析提供了结合点，

也为“跨学科”整合分析甚至“一体化的学科方法

(unidisciplinary approach)”的开展提供了着力点。

例如，城乡关系作为社会学和地理学共同关注点，

随着城乡流动性的增加，其内含的不确定性因素

也与日俱增，在此议题上，社会学能够从现代性的

视角出发，提出包含结构视角、能动视角等在内的

解释框架，而地理学则能够在空间上把握乡城流

动中不确定性因素的分布特征并进行有效监测，

这为实践层面实现从“地域性治理”到“流动性治

理”的转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 [49] 。
二是将“不确定性”议题与社会治理相结合，

在为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研究提供新视角的同时，

提供了不确定性研究的实践平台。不确定性成为

社会治理研究和实践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变量。例

如，城市治理、农村治理以及城乡治理作为地理学

研究的重点领域，伴随着个体化、信息化和数字化

时代的到来，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的形态发生了

剧烈转型变迁，其共性是正在由一个相对“确定性”

的路径走向“不确定性”，这种转型时代的“不确定

性”对于中国城乡的生产、生活领域的全面渗透已

经成为基本现实，城乡流动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更

为显著[50]。新发展阶段的“不确定性”和“社会治

理”议题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紧密交织，不确定性已

然成为社会治理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面向，新

发展阶段的社会治理需要进行多学科、多主体、多

部门的协同工作[51]，这也为不确定性研究的开展

提供了跨学科的实践平台。循此，治理者需要树立

不确定性意识，以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真问题”“真

需求”为导向，搭建跨学科的交流和实践平台；不

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也需要加强现实关怀，在社

会发展的真实情境中推进理论创设，弥合“不确定

性”研究知识体系的内部张力，并加以整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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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不断呈现的“不确定性”现象似乎已超出

人们搭建的“可能性隧道”（tunnel of possibilities），
取而代之的是在“主体行动的无序性”“社会关系

的复杂性”以及“发展要素的联动性”共同作用下的

“复合叙事”[52]。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发展主体的

不确定、发展方式的不确定性等各种不同类型、领

域、层次的不确定性一起共同演绎出了“不确定性”

的复合表征。因此，当前更需以不确定性为理论导

向、以社会治理为实践平台，采取“跨学科”或“一

体化的学科方法”来实现不同学科之间的整合。对

此，我们期待通过这篇文章的抛砖引玉，能够激发

更多的学者从跨学科角度来思考“社会发展的不

确定性”议题，为新发展阶段的中国社会治理转型

提供更切实际且富有前瞻性的思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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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ing Uncertainty: The Dilemmas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China
in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Its Response

Wen Jun1,2，Liu Yuhang1,2

（1. The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 &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2. Shanghai Social Science Innovation Research Base of ‘Research on

Transitional Soci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China is  in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to  comprehensively build a  socialist  modern country and
march towards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and the direct risks it faces are gradually turning to potential un-
certainty. It is found that the uncertainty factors of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subject and devel-
opment mode are simultaneously increasing, which jointly promote the uncertainty to become an overall char-
acteristic of Chinese society in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This has had an great impact on the current prac-
tice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China, resulting in suffering from multiple dilemmas at the levels of value, action,
method and result. At the value level, risk thinking still dominates governance practice. At the level of action, it
is naturally difficult to deal with uncertainty. At the method level, the traditional governance mechanism is dif-
ficult to normally take effect. At the result level, uncertain consequences of social governance occur frequently.
In  this  regard,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resilience governance’  from the  dimensions  of
subject empowerment, mechanism innovation and system creation based on a new uncertainty thinking. What
need to be done to get out of the dilemma of China’s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and im-
prove the efficiency of governance, resilience governance would be helpful as it provides important guidance
for coping with uncertainties. More specifically, what should be done, first of all, is to cultivate the uncertainty
thinking and vitalize the concept of ‘resilience governance’. In the second, it is supposed to strengthen the em-
powerment of  the  subject  and  build  the  basis  for  action  of  resilience  governance.  Thirdly,  innovating  gov-
ernance mechanisms and building a ‘modular’ governance approach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And finally,
strengthen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ystem and promoting the deep change of governance form are neces-
sary.  However,  the  construction  of  resilience  governance  model  needs  multi-disciplinary,  multi-subject  and
multi-sector  cooperation.  Meanwhile,  uncertainty  also  requires  an  integrated  analysis  across  disciplines.  At
present, it is urgent to take uncertainty as the theoretical guidance, social governance as the practical platform,
and adopt an ‘integrated 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among different disciplines. Therefore,
we hope that this article will inspire more scholars to think about ‘uncertainty of social development’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and provide more practical and forward-looking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trans-
form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China at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uncertainty; governance dilemma; resilient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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